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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国家间的和平共处:
普遍性、多样性与对话

［奥］汉斯·考施勒* ＊

和平是国际社会的最高价值。不论是在集体层面还是个人层面，和平都是
享受人权所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人权规范的等级体系中，和平的根本原因，即
生命权，是实现包括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文化权等在内的所有其他权利
的基础。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只有在其主权和独立不受暴力侵犯的情况下才能
获得繁荣发展。《联合国宪章》所载的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规定，是
国际法治的一个基本准则。

各国具有以和平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的一般义务，这意味着各国应相互尊重、

互不干涉内政。这也符合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其中就包括各国有权按照自己
的传统，并根据具体国情和优先事项处理其事务。

联合国将这些普遍准则视作其指导宗旨和原则。鉴于这些准则，享受人权
不能，也绝不应该以服从强权政治为前提。人权反映了人类不可剥夺的尊
严———不论是对于 ( 作为公民的) 个人，还是由 ( 作为主权国家的) 个体构成
的集体组织而言，都是如此。这意味着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不
会试图支配其他国家，或将其国内制度、社会文化传统和世界观强加于世界其
他国家。

在上述意义上，作为 ( 个人和集体) 人类尊严表现的人权具有普遍性。然
而，人权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其在适用上具有一致性。全球范围内存在着丰富
多样的文明和社会文化传统。不同历史条件下，传统的多元性与多样性也反映
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人权的认识和落实上。因此，如果要致力于建立和平的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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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不仅要承认文化、种族和宗教等方面存在的多样性，还要承认涉及人权的
社会方面也具有多样性。随着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在诸如 “公民”“国家”“个
人”“家庭”或 “集体”等概念及其在不同语境下的结构性联系上，确实存在
复杂多样的观念和范式。在国际上，这导致人们根据特定的民族和文明传统，

对社会标准、社会礼仪惯例、礼节等作出了不同解释。

因此，就人权而言，任何国家都无权将其独特的社会文化传统或价值体系
( 总的来说，即其世界观) 强加于其他民族和国家。虽然某些传统可能更为重
视个人相对于国家的主张，但另一些传统遵循的是本质上以社区为导向的方法，

从更为综合的意义上界定公民的作用。而在这种意义上，国家与社会并不并列。

因此，处理人权观念多样性唯一适当的方法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话。

在和平的国际秩序中，根本不存在 “模范国家”，也不能容忍只为最强大国家
的利益服务的侵入式的人权理论。

各国在与社会和历史特殊性相关的观念与优先事项上存在差异，国际人权
文书的批准状况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仅举一例: 美国没有批准全球人权体
系的核心条约之一———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国于 1997 年签
署并于 2001 年批准了该公约。不言而喻，非条约缔约国不能充当该条约所载权
利的权威解释者或审判者，更不用说是自封的执行者了。即使对于条约缔约国
而言，任何国家也都无权将其独特的社会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成员
国，因为这可能会影响该国执行条约的规定。

各国在批准方面的差异对应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中，

文化和文明并不统一。否认多样性就相当于采取一种本质上属于极权主义的做
法，这不仅在本质上与人权背道而驰，而且与上述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不符。

虚假的人权普遍主义，即宣称某一民族传统的特殊性具有 “普遍性” ( 具有法
律约束力) 的立场，实则基于殖民主义，特别是欧洲 ( 或西方) 中心主义的后
遗症。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是关于人类尊严的原则，而不是在特定 ( 社会文化)

背景下实施该原则。尊严的概念既存在于儒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教义之中，

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或欧洲启蒙运动 ( 伊曼纽尔·康德) 的世俗传统之中。

虚假的普世主义往往服务于隐藏在其下的地缘政治目的。它为干涉别国内
政提供了貌似合理的意识形态框架。特别是自 19 世纪以来，所谓的 “人道主
义”干预的历史证实了将人权工具化的做法。① 最近，政治和经济制裁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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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用心的人 “强制执行人权”的工具。正如针对伊拉克的全面经济制裁
( 1990 年到 2003 年) 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做法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 ( 十多年
来) 坚持继续执行这些惩罚性措施的国家非但没有保护人权，反而系统地侵犯
了目标国家全体人民的基本人权。

双重标准政策是这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在当今全球权力斗争背景下
的必然结果。事实证明，那些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将其标准强加于其他国家的
国家往往在以下两面具有选择性: 其一，目标国家 ( 其选择取决于地缘政治的
考虑，而非人权) 。其二，在解释的优先次序或在权衡人权的层面，后者指国
家根据政治便利，在一种情况下强调特定的权利，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忽视同样
的权利。这些国家往往在本国领土上侵犯了国民的基本人权，或者甚至没有批
准他们要求其他国家执行的人权条约。

被强权政治玷污的人权活动有可能破坏并最终抹杀联合国在公正性和包容
性的基础上为促进人权所作的努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纳扎特·沙米姆·

汗大使在其就职演说中指出: “公正性和包容性这两项标准对于全球层面可信
的人权监测而言至关重要。”② 只有遵守公正性和包容性，基于尊重国家主权的
人权监测才有助于加强国际法治，进而建立稳定的和平秩序。这包括每个国家
作为合法组成的公民集体所享有的自我保护权，同时，它也唤起了每个国家遵
守其所批准的国际条约的义务。这也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所面临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在落实人权方面不存在意识形
态傲慢的余地。任何国家都无权对他人的世界观、价值体系或社会文化传统进
行说教。人权绝不能成为地缘政治的工具。在各国共同承诺为人类的共同利益
进行合作的基础上，人权对话应该成为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基于相互尊重的全
球对话的一部分。联合国应促进有关落实这些权利的经验交流。辩论绝不能被
用作灌输思想或进行全球对抗的工具。在当今的多元文化以及日益多极化的环
境中，再也不能以人权的名义压制人权观念的多样性。因此，国际政策和倡议
必须遵循多边主义的方法，并以平等合作的心态为指导。这将符合联合国创始
人所作的庄严承诺，即 “力行容恕，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③。

(责任编辑 郭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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